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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薪津经历了显著变化。在初期，大学教员薪津折 

减，来源单一，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救助教员生活，政府的补助政策于1940年后陆续出 

台，其中以生活补助费、食粮代金最具代表。战时补助缩小了不同等级教员的薪津差异 ， 

教授群体薪津增长有限。这引发了教授的不满，并催生了主要面向高级教员的奖助政策。 

战时的各种津贴逐步超过薪俸所得，成为教员薪津收入的主体，并在全面抗战后期成为维 

系大学教员生活的基本保障。对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薪津状况，不应美化，要从客观史 

实出发，呈现大学教员真实的生活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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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收入，以薪俸为主要来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薪俸 

表》,按教员等级规定薪俸标准。其中教授从400-600元，副教授从260700元,讲师从160— 
260元,助教从100—160元不等。①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各校教员薪俸无统一标准, 

多按内部章则规定薪酬,薪俸的校际差异很大。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位于北平的北大、清华教 

授月薪多在350元以上,北大在1935年全校教授月薪500元者有14人之多。②而当时中央大学、 

浙江大学教授薪俸则略逊一筹。即使到了 1937年，中央大学教授月薪都没有超过400元。③据 

《1934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该年度国立大学教授月薪在200-500元，副教授为100-370元, 

讲师为100—300元,助教为35-160元,相差甚为悬殊。④虽然存在诸多差异，全面抗战爆发前大 

学教员（特别是教授）待遇优渥，确为学界所公认。

全面抗战的爆发对大学教员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教员薪俸的变化就是一种直接的体现。 

1942年3月31日，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的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领得联大教授3月薪440 
元，联大津贴65元，部拨3月生活补助费70元，部拨2月食米津贴414元（6 口，每口 69元），联大 

学术研究费154元（依原薪35% ），联大总务长3月车费100元，云大讲师3月薪120元，共1363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抗战时期的文化与教育研究"（17JJD77007）的中期成果之一。本文 

为2019年5月11—12日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六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参会论文。

① 《大学教员薪俸表》，《第四中山大学教育行政周刊》1927年第11期，第6页。

②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2—512页。

③ 《中央大学1937年度教职员俸薪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782o

④ 教育部统计室编:《1934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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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可谓至且尽矣，然不于经济物价加以统制,公务员与教职员之生活终 

无所济也。”①在这则日记中，郑氏一面感慨国家养士之优之厚，一面又无奈于生活境遇的每况愈 

下。郑氏“工资单”所展现的复杂和多样，说明战时大学教员薪津较战前已有显著变化。尤其是其 

来源的多样性，提示出对于战时教员薪津的演变，以及薪津变化对于教员生活造成的影响，都有深 

入探究的必要。

大学教员薪津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概念。此处的大学，系泛指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独立学 

院和专科学校，在当时也被称为“专科以上学校”。从主体来看，大学由教员、职员、工役和学生四 

类人组成，其中教员系指第一类。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大学教员的界定,一般包括教授、副教授、 

讲师和助教四个层级。②教员薪津和教员收入又有所不同,全面抗战时期教员为改善生活待遇，多 

有兼职或其他经营性收入，并会有非连续性发放的奖助③，这些都不宜计入日常薪津范围。此处的 

薪津,专指教员因在大学担任教职而获得的经常性劳动报酬,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薪俸，也包括因 

应战时需要增加的各种连续性的津贴。作为经常性报酬的薪津水平反映了大学教员整体性的收入 

状况。因此，教员薪津收入较实际收入为低。著名教授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收入来源更为 

多样。④

对于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收入的既往研究，多以凸显其境遇凄凉为要，并着意于战时通胀和 

教员生活贫困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⑤但是对于大学教员的薪津本身,论述并不清楚,也欠完整, 

甚至有不符合事实之处。其一,对于大学教员薪津政策的变化论述不足。全面抗战时期薪津政 

策更易频繁，有时甚至数月一变，这直接影响到教员薪津收入的高低。对于薪津政策变动未能加 

以系统性的梳理，就无法明晰教员薪津变动的根源。其二，对于大学教员薪津构成的多样性论述 

不足。战争时期大学教员薪津来源更为多样，结构日趋复杂。薪津的各个部分有着不同的补助 

特点，对教员群体的影响也不一致。对于教员薪津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更为深入的细分。其三, 

对于大学教员薪津高低缺乏准确的描述。战时的物价变动剧烈,教员薪津增幅大,但考察教员薪 

津要与具体年份相结合，了解当时的社会物价水平和教员整体收入状况，才能对教员薪津的数额 

高低有所判断。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薪津待遇如何？薪津政策是 

如何变化的？在不同时期,教员的薪津结构呈现出何种特征？这种特征对于不同的教员群体造成

①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34页。

② 在个别学校也有例外。西南联大在助教和专任讲师之间，就设有"教员”一类。在1940年秋季学期，该校有“教员”22 

名。参见《西南联大函复中央大学对于教员待遇办法）（1940年10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1113 o

③ 如在抗战后期，美国联合援华会委托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对于大学教授的研究补助，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对于人文学 

科教授的研究补助。教育部从1940年开始实施的“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制度，对获奖者给予经济奖励，其中大多数获奖者为大 

学教授。但这种奖励获奖人数少。从1941年到1943年，前三届获奖者仅132人。相对而言，从1942年底开始教育部定期发放的 

常规性学术奖助，比如乙种奖助金和久任奖励金，其出发点即在救济教员生活，且具有连续性，可以视为教员薪津的一部分。参见 

沈卫威《现代学术评审制度的建止一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与学术评奖》，《长江学术》2018年第3期。

④ 抗战中后期大学教员兼职以补助生活，可谓司空见惯。郑天挺在1943年11月日记中便说：“教授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 

三四处者。莘田尝言，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4500元。”吴宓在1944年10月也曾向浙大校长竺可桢提及，“联大生 

员生活甚苦，但均兼事，尚可过生活。”参见《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54页；《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 

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⑤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 

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严海 

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一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其中姜良芹对抗战时期大学教师的薪津构成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近的研究可参见郑会欣《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 

困化——以几位著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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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怎样的影响？考虑到国立、省立和私立大学教员薪酬制度的差异，本文将集中于国立大学教员薪 

津的考察。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与私立大学不同，国立大学教员薪津全部来自国款。从教 

育制度看,国立大学教员薪津最能体现战时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其二,全面抗战时期，一批省立 

大学和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后，国立大学教员在大学教员队伍中的比重和影响力显著增加。① 

国立大学教员的薪津制度、薪额构成及其演变状况，都反映着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薪津待遇的主 

要特征。

一、薪俸的折减、实发与加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同国家“共克时艰”，教员薪俸打折发放。其中底薪50元全发,50元以上 

部分七折发放。在1938学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和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孙光远的薪俸均 

为360元，折减后实发267元。中央大学数学系助教徐宗岱薪俸为150元，实发120元。1939年 

后,各大学陆续恢复因战争和迁校而中断的晋升制度，但对于提高教员薪俸作用有限。该年7月， 

中央大学规定教授已三年未加薪者晋一级，讲师两年未加薪者晋一级,助教最多能晋二级,教员薪 

俸增幅总体在20T0元之间。②在战争初期，大学教员薪津全部来自于薪俸。其薪额经折减后, 

较战前有大幅降低,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

这种稳定的“低薪”状况在1939年后因物价的快速上涨面临着巨大压力。据交通部统计处 

1940年底对于各地物价指数和生活费指数的统计，若以重庆市零售物价指数1938年平均为100, 
到1939年全年平均达到172. 9,到1940年6月增加为395. 9,到该年12月更激增到859.7。而昆 

明的物价涨幅比之重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③物价腾贵与教员薪俸折减恰成对比,使教员生活 

雪上加霜。郑天挺当时在西南联大包饭,1939年11月包饭月费尚为31. 69元，但到1940年7月已 

升至82. 99元，半年多上涨了近两倍。尤其是1940年因四川农业歉收引发的粮荒和物价飙涨，使 

得教员生活困境为社会各界普遍重视，救济大学教员的呼声不断涌现。如何提高教职员薪俸、救济 

员生生活也成为当时大学的热议话题。1940年2月，刚刚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郑天挺便将“调 

整低薪薪额”和“设法代学生及教职员购买食米”作为就职后的两件要务,都与救济员生生活密切 

相关。④同年3月，中断近八年之久的中央大学教授会宣告恢复，该会把改善生活待遇作为重要目 

标，提出以“改善同人生活，并发扬本校精神”为宗旨之一。⑤

低薪教员受物价波动的影响最大，也是最早向校方提出救济生活困境的群体。1939年5月， 

西南联大校方呈请教育部追加经费时便称，因物价上涨，“低薪人员工役以所入不能糊口，纷纷求 

去”。⑥当时位于大学教员底层的助教群体，薪俸在折减后普遍在80-120元。而依据郑天挺的生 

活经验,1939年11月在西南联大包饭，一人便需31.69元,助教月入仅够一家三口包饭之用。而

① 根据教育部对1945年度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人数的统计，该年全国专上学校教员11183人,其中国2学校教员7397人。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02—810页。省 

立大学的“国立化”是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1937—1943年，有8所省立大学改称国立（东北大学、湖南大 

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河南大学、重庆大学、英士大学和山西大学）。到1947年，省立大学已经全部改为国工。参见肖卫兵《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省立大学国殳化原因探究——基于组织变革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

② 《校务委员会会议记录＞（1939年7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916 o

③ 《我国各地物价指数及生活费指数汇编（第二号）＞（1940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5656。

④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295、247页。

⑤ 《国殳中央大学教授会章程＞（1940年3月12日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6080。

⑥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6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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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半年内，包饭月费更激增一倍有余，这对于低薪教员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学校鉴于低薪教 

员的困苦，也只能从校内经常费内匀支救济，额度有限。1939年9月，西南联大对月薪200元以下 

教职员一次性发放临时补助费每人50元。1940年5月，浙江大学助教会代表钱英男等人专门为 

“助教增薪事”与校长竺可桢寻求商洽。①同年7月，中央大学助教40余人，因“待遇菲薄,每月七 

八十元薪俸不能维持生活”，以停止评阅试卷相要挟向学校提出加薪要求。②为此校方于该年8月 

起,对月薪160元以下的教职员加发“生活维持费”每月12元。

在此局面下，全面抗战以来实行的薪俸折减政策广受责难，各校纷纷要求发放全薪。1939年 

10月，浙江大学化工系教授程耀春等人便“对于校中薪水低而折扣大极为不满”。③但薪俸折减作 

为国民政府战时要求公教人员“共克时艰”的一项政策,非教育部所能主导,教育部只能在政策许 

可范围内酌予补助。1940年初，教育部奉准特拨经费津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购置学术参 

考图书及研究用品”，其额度约等于教职员薪俸的一成，并从1939年8月开始补发。1939年8月 

至12月西南联大共收到此项补助费3. 02万元，并按教职员月薪九厘在校内进行分配。④这笔费 

用虽为权宜之计,且在支出类别上也没有被纳入薪俸项内，但教育部和国立各校都将之视为教职员 

薪俸从之前的七成折减增至八成的变通办法。⑤1940年8月冲央大学甚至呈请将该项费用再提 

高两成，这样教育部既“不居发给全薪之名，以免其他牵制；而同仁可得全数之实，俾可安心服 

务”。⑥但中央大学的这一呈请被教育部驳回。

与此同时，教育部积极推动规范教员薪酬的制度建设。1940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及独 

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对于教员薪俸做出了明确的分级和定额，其中教授薪额从320- 
600元，副教授从240—360元,讲师从120—260元,助教从80—160元。⑦相对于1927年的法令， 

该规程在教员薪额上的调整不大。但鉴于当时大学教员薪额普遍偏低的情况，对教员等级和薪额 

加以规定为各校加薪提供了空mo i94i年初，陈立夫在会见中央大学教员代表时便曾表示说，该 

项规程的颁布，原意确在提高教员待遇。⑧

1940年12月14日，行政院行文教育部，令国立各校教职员薪俸自明年1月起足额发放。这一 

政策和上述规程相配合,对于提高教员薪俸实发额有着较大推动。孙光远的实发薪俸1940年为 

320元（以八折计算），到1941年增至500元；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施士元的薪俸也从314元增至 

480元⑨,增幅都在五成以上。薪俸十成实发，在当时被认为是提高教员待遇的一项重要举措。中 

央大学从1940年8月起曾给低薪教职员发放的“生活维持费”，这一项目在1941年7月被教育部 

从预算中剔除。原因即在于“本年度恢复十成薪额，其待遇已较优厚,不应于经费内再有此类重复 

开支”。⑩

① 《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②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密报教育部中央大学教授助教要求加薪＞ （1940年7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教育部档案,5（2）/1609。

③ 《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189页。

④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⑤ 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梅光迪于1940年4月20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的工资从去年8月涨了 10%,所以从现在 

起,将不是30%的折扣而是20% To"参见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

⑥ 《呈为物价飞涨生活维艰恳请准予转呈自八月份起将购置学术参考图书及研究用品补助费再予提高二成以济艰苦而维 

生活由》（1940年8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704o

⑦ 《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汉口《教育通讯》第3卷第37,38期合刊，1940年10月，第11页。

⑧ 《徐仲年等致陈立夫函》（1941年2月28 EJ）,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704。

⑨ 《中大理学院教职员名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1327o

⑩ 《校长办公室公告》（1941年7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54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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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常规性晋级升等对于教员薪俸的提升空间是有限的。一则晋级升等对于教员服务年限和学 

术成绩都有要求;再则教育部对各级教员薪俸有相应的最高规定,并严令教员加薪不得越等。1942 
年4月，教育部通令各校不得越等加薪，超过最高等级薪额应改称“校内临时研究补助费”，以维护 

薪俸等级制度。①该年，教育部推行“部聘教授”制度，入选教授薪额定为600元。直到1945年抗 

战胜利，大学教授月薪都未超过600元的最高限额。

在增薪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各大学在教员正常晋级升等之外普遍采用“研究补助费”的形式给 

予补贴。1942年1月，西南联大按照教员月薪原额加发35%作为研究补助，于每月发薪时一并发 

放。其月薪在200元以下者均给70元;月薪不满70元者,照原额给补助100% o同年7月，西南联 

大将该项补助提高到月薪的50%，到1943年2月更增至月薪的80%。并规定月薪在150至120 
元者，每月概支120元。月薪在120元以下者照薪额支给。②不过,西南联大高达薪额80%的研究 

补助并没有维持太久,1943年8月，其校内补助又降至薪额的60% o
全面抗战时期各校发放研究补助的形式和数额各有不同。四川大学从1942年11月起，教员 

每人按月薪50%发放研究补助。③中央大学的补助办法则更为复杂。1941年度中央大学研究补 

助费办法规定:凡教职员在本校专任,不在任何公私机关兼职或兼课而领有固定薪水津贴公费等项 

者，由学校照原薪额20%致送补助费;教职员在川直系亲属达5人及5人以上者，另按原薪额10% 
致送补助费。④是否专任教职和家庭人数多寡是最重要的考虑。

在1942年前后，校内研究补助费的高低已成为各校吸引学者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在1942 
年初对于教职员没有额外的研究补助,这与兄弟院校相比显得相形见细。1942年3月，竺可桢对 

教育次长顾毓碼直言:“待遇方面联大一例加35% ,中央大学拟普晋一级，不兼课者加20% ,有五口 

以上者加30%。余告一樵（顾毓碼）、叔谅（陈训慈），在此种情形下浙大决不能维系良好教员。”因 

此，浙大在该年5月决定按薪额的25%发放研究补助费。到1943年8月，浙大又将该项研究补助 

增至薪俸的六成。而当时交通大学校内研究津贴每月只有薪俸的三成五。⑤从总体来看,各校给 

予教职员的研究补助在薪额的20%到60% o
在战时各大学对于教员的津贴中，研究补助是一种重要形式。该项补助因与教员薪额关联，也 

被视为薪俸的加成发放。但研究补助源于学校的经常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学校预算制约。教员薪 

额又有教育部的严格限制,基于薪额的加成补助势必受学校整体预算的影响，增长空间有限。

二、国家补助的介入

依赖学校的经常费来提高教员薪俸，无法应对战时百物腾贵的经济形势。从1940年开始，来 

自国家的补助开始成为大学教职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早在1939年1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鉴于一般公务人员生活艰困,颁布了《非常时期发给公务 

员生活补助费办法》，从1940年1月开始，对各级机关月支200元以下的公务人员每月补助20

① 《教育部训令》（1942年4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779 o

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213、270页。

③ 《中大教授为教职员眷属不在渝者其生活调整办法请予以同等待遇致朱经农函》（1943年5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1644 o

④ （1941年度教职员研究补助费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512。

⑤ 《竺可桢全集》第8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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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①此后，行政院又先后颁布《公务员临时生活补助办法》（1941年2月）、《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 

生活办法》（1941年7月）等规定，救济公务员生活。国立大学教职员同样以国家拨款为主要收入 

来源,他们因此呼吁政府援例予以救助。1940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各级学校教职员援 

公务员例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办法》，规定从1940年1月份起，对于月薪低于200元的教职员每月 

发生活补助费20元。②

生活补助费的发放最初只限于月薪200元以下的低薪教职员。在1940年度，中央大学全年领 

取生活补助费85440元,月均申领者约330余人。从1941年1月开始，生活补助费开始扩展到全 

体教职员，并对月薪200元以下的教职员给予20元的额外补助。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生活补助 

费额度也逐步增高，到1942年初已增至每月110元。因各地生活水平的差异，从1942年4月起, 

生活补助费改由各地根据物价水平分别核发。在1942年4至9月，重庆地区国立学校教职员的生 

活补助费达到每月190元。1942年11月，行政院通过《国立学校教职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对于 

教职员生活补助费的发放进行了较大调整。根据该项办法，生活补助费分为基本数和加成数两部 

分,由行政院根据各地物价及生活状况核定补助基本数,并于基本数外，依教职员所支薪额核定加 

成数发给。如在1942年11月，重庆地区教职员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每人200元，加成数按薪额的 

5成发放。以教员月薪350元为例，应发基本数200元,加成数175元,共计月领生活补助费375 
元。兹以中央大学为例,将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生活补助费历年变动情况列表1如下。

表1全面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教员生活补助费发放情况表（1940—1945年）

时间 金额（元） 备注 时间 基本数（元） 加成（倍）

1940 年 1一12 月 20 1942年10月一1943年5月 200 0.5

1941 年 1—9 月 50 其中20元专为
1943年6月一1943年9月 400 1

1943年10月一1944年4月 800 3
1941 年 10—12 月 90 月薪200兀以下

1944 年 5—10 月 1500 5
1942 年 1一3 月 教职员补助。110 1944年11月一1945年2月 3500 15
1942年4T月 190 1945 年 3—7 月 7000 35

资料来源：1942年9月以前发放标准参见《教育部代电》（1942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 

4851； 1942年10月至1945年7月部分，系根据教育部各年下发中央大学相关训令整理。

全面抗战时期国家补助大学教职员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食粮代金。③食粮代金的发放与粮价 

（主要是米价）的高低密切相关。在战时物价指数最高的城市昆明，对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感受尤 

为强烈。到1940年一二月间，昆明米价每市石便已涨至80元以上。面对日渐高涨的米价，西南联 

大一方面组织在各地购置米粮，维持教职员及学生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国家救助。1940年5 
月和11月，西南联大等昆明国立学校先后两次呈请教育部对教职员生活进行救济。④西南联大常 

委蒋梦麟于1940年3月亲赴重庆向蒋介石面请救济事宜。该年6月，行政院通过了《昆明国立各 

大学教职员特别救济办法》，其中规定“凡米价在50元（每市石）以上时，超过之数由政府津贴”，教

① 《非常时期发给公务员生活补助费办法》，《主计通讯》1940年第1期，1940年1月，第4页。

② 《教育部训令代电》（1940年4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539。

③ 对于食粮代金在不同时期有各种称呼,前期称为膳食补助费,1942年改称平价食粮代金。但习惯上被广泛称为"米贴” o

④ 《国2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6卷，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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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本人及家属平均每人每月以领米2斗1升计。①昆明各校的做法引起了其他学校的争相效 

仿。该年7月，中央大学教职员200余人由地理系教授胡焕庸领衔电请教育部援照昆明学校例给 

予救济，但因当时重庆米价每市石未及50元未获允准。后因1940年四川米荒引起米价飙涨，行政 

院于该年10月方核准办理。在此局面下，教育部于1940年11月在行政院第490次会议上提出 

《国立各学校教职员学生膳食费用补助办法案》，经核准后施行。11月15日颁布的《国立各学校教 

职员学生膳食费用补助办法》规定:“国立各校教职员及其家属父母配偶未能自立之子女,与学校 

校工本身,每人每月食米以市斗2斗1升计，凡米价在每市石50元以上时，超过之数由部津贴。”② 

该补助从该年10月补发，实际上是将此前施用于昆明各校的政策在全国推开。

食粮代金的发放当时在学校教职员中反响强烈。1940年11月19日，时在重庆的竺可桢在日 

记中写道:“教育部现已公布国立各大学教职员及直系亲属于米价每市石至50元时，可以由公家 

津贴米价之超出数，以1人吃2斗1升计。前日米价48元1老斗，昨日已至54元1老斗，即18元 

1市斗，或180元1市石也。有5 口之家，政府即应补助130余元之谱矣。近来数人相逢便谈米价。 

士俊（竺可桢之侄，浙江大学教员——引者注）来信亦以为言。”③起初，食粮代金的发放系由各校 

分别将上月米价、教职员及直系家属人数呈报教育部核准后按月发给,其计算方式如下:以1940年 

11月为例，该月重庆市平均米价为145. 91元每市石，扣除50元基本数，余95. 91元按每人发给 

2.1斗计算，由政府每人补助20.1元。若为5 口之家，即月补助代金100. 5元。可见，食粮代金的 

额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直系亲属人数的多寡。这一制度在执行之初对于直系家属人数并无限 

制，且难以核查教职员呈报人数的真实性，“虽有连带保证，并未彻底调查”，因此容易滋生作弊冒 

领行为。1941年9月，行政院通过《非常时期改善教职员生活办法》，将宜系家属报领代金人数以 

不超过5人作为最高限（不含本人）。但家属报领代金人数仍无从稽核，且随着米价飞涨,代金金 

额逐月快速递增。1940年11月，中央大学教职员食粮代金每人月发20. 1元;到一年后的1941年 

11月，食粮代金每人月发已增至88. 2元，一年内增长数倍。以5 口人计算,月领代金可达400余 

元，在当时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教职员的薪俸所得。1942年5月，西北师范学院职员会电呈行政院 

和教育部，请将教职员米贴统一按6 口计算。其在电文中称:“近日米价日涨，米贴日多，依实者远 

不如作伪者之得计……新聘主要教职员必须先讲后就（即须准报六口米贴方肯前来）。”④足见当 

时米贴发放中的流弊。1942年10月，武汉大学教授杨端六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也对米贴发放中 

的弊端多有指陈,认为“以现在实际情形而言，因陈报不实，每每低级人员所得超过高级人员。以 

至各机关近来多有废除此制，而采用固定之津贴办法者”。⑤1942年11月，行政院颁布《国立学校 

教职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便取消了按直系亲属人口数发放食粮代金的政策，规定按照教职员本 

人年龄领取代金。其中25岁以下者准领6市斗代金,26至30岁准领8市斗代金,31岁以上者准 

领1市石代金。⑥这种以年龄划一的补助方式，减去了由个人申报亲属人数带来的弊端，也在很大 

程度上简化了学校的管理。

米贴的发放，有实物和代金两种形式。1943年3月，各大学奉令员工及学生米贴从该年3月

① 《教育部训令》（1940年11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913 o

② 《国2各学校教职员学生膳食费用补助办法）（1940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912 o

③ 《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484页。

④ 《西北师范学院职员会上行政院教育部代电拟请准将教职员米姑均按六口计算｝ （1942年5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881。

⑤ 《为教员生活艰苦请设法调剂以维国本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216。

⑥ 《国2学校教职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教育部公报》第14卷第21,22期合刊，1942年11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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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改发实物，但同时规定可选择领发代金。由于物价飞涨带来的货币贬值，申领实物者远较申领代 

金者为多。以中央大学为例，申请实物发放的教职员比例一般占全部人数的90%以上。而领取代 

金者不到10%。①也有些教员选择申领实物后再将剩余的米粮出售。②但由于国统区粮食供应始 

终存在巨大的压力，能准时配发实物的地区有限,领取代金的教员比例在各地区有很大不同。如在 

昆明，因教职员学生领购食米困难，“经奉核准按月由昆明市政府出具米价证明单，报部核定后照 

发食米代金。年余以来，公私均称便利”。③

三、群体的差异与均衡

生活补助费和食粮代金的发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教员原有的薪津结构，尤其是在不同 

层级教员之间造成了新的升降。如前所述，受物价上涨的影响，低薪教职员的经济承受能力更为脆 

弱。因此无论是校内对于教职员的津贴，还是政府的补助,都是从低薪教职员开始,他们是最先受 

益,也是受益最大的一个群体。中央大学助教在1940年平均薪津约为100元,经过各方补助，到 

1941年初已增至200-300元,其中的补助类收入已经超过了传统的薪俸所得。中央大学校长罗 

家伦在1941年3月写给助教会的信中，曾历数校内外对于提高助教待遇的努力。他说:“自去年8 

月以来，谋改进者亦屡矣。如诸位同人薪水普晋二级,一也;另致生活维持费12元,二也;部发生活 

补助费20元,三也;按人口发米贴且及于不在重庆之家属，四也;本年1月份起改发全薪，五也。”④ 

罗家伦所述的五项,其实尚不包括政府当时即将公布的每月房膳津贴30元。1941年1月，复旦大 

学校长吴南轩因员生生活困窘函询中大救济之法，罗家伦在复函中罗列校内外的各项救助后指出， 

“得此救济后,同人生活始可勉强维持”。⑤从实际情况看,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对于薪俸较高的教授群体,情况却略有不同。与低薪教员相比,教授领取的生活补助费不仅在 

数额上少20元,而且发放时间上也整整晚了一年。食粮代金的发放采取了普惠政策，其数额高低 

主要取决于家庭直系亲属的多寡。因此，无论是生活补助费还是食粮代金，都和教职员的年资、职 

级无关，带有非常时期保障教职员最低生活水准的救济性质。这使得教授群体所能享受到国家补 

助的福利较低薪教员为少，他们和助教群体之间原有的薪津差距在战争中期逐渐缩小。

随着生活补助费和食粮代金额度的不断增长,薪俸在教员薪津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郑天 

挺在1942年3月所领薪津有1300余元，其中薪俸440元尚不占1/30中央大学教员的薪津结构也 

呈现同样特征。在1942年9月，经济系教授龚道熙的薪津为1500余元,其中薪俸仅为440元，其 

余1100余元为各类补助所得。⑥在同时期,助教群体的收入大体维持在600-900元。在1942年 

10月，中央大学机械系助教李春和薪俸为110元，薪津总额为840元;森林系助教赵宗哲薪俸为 

170元,薪津总额为930元。⑦相对于教授而言,低薪教员的薪俸在薪津总值中占比往往不足1/6。 

助教薪津的差异，不再取决于薪俸的多寡，而是补助的高低。

① 如在1944年10月，教育部核发中大重庆本部员工米粮共为11506斗,其中发给实物11140斗，领取代金者仅有366斗。 

领代金者比例极少。参见《教育部核发员工食粮代金清单》（1944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910o

② 竺可桢在1943年日记中记载："（八月份米自吃）九、十两月米售得1438元。”参见《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728页。

③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6卷，第41页。

④ 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台北，“国史馆” 1988年版，第170页。

⑤ 《罗家伦致吴南轩函》（1941年2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1113o

⑥ 《函复龚道熙现任职务月支薪津希查照由＞（1942年9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794。

⑦ 《函复赵宗哲现任职务及薪津数额由》（1942年10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794o

51



抗日战争研究 2019年第3期

从不同教员群体的薪津结构来看,教授和助教之间的薪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立西北大学曾 

对1942年10月至12月间全校教员的薪津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教授平均薪津为1249 
元，其中薪俸为460元；助教平均薪津为768元，其中薪俸为110元。这与同时期西南联大和中央 

大学教员薪津结构基本一致。虽然教授的薪俸是助教的4倍有余，但教授的平均薪津却不到助教 

的1.7倍。薪俸与教员的年资、职级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教员在校内的地位和影响。但随 

着战争中期国家补助的介入，对于大学原有薪酬制度造成了新的冲击。根据1940年新颁的《大 

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教授薪额从320元到600元不等，助教从80元到160元 

不等,其间的差距为3到4倍。但校内外对大学教员的各种补助在教员群体间的分配并不均衡, 

缩小了不同教师群体之间原有的薪津差异。西北师范学院教职员会在给教育部的电文中指出: 

“益以所有生活补助费均系普加性质,而一般教职员薪水，因学校经费困难，不能随时按级分加， 

遂至主要教职员与普通教职员实在所得，总数相等,甚且不如。于是旧有主要教职员不免见异 

思迁。”①

表2 1942年10-12月国立西北大学教员平均每月薪津表 单位:元

职称 薪俸 生活补助 加成 米贴 合计

教授 460 140 179 450 1229

副教授 360 140 143 450 1093

讲师 260 140 113 450 963

助教 110 140 68 450 768

资料来源：《袁敦礼等为呈请调整教授待遇以弥大学危机由》（1943年4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

5/25570

根据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杨西孟对战时昆明大学教授薪津实值的研究，从1942年下半年到 

1943年下半年，是全面抗战期间教授薪津实值最低的一段时期。②1942年重回中国的费正清 

（J. K. Fairbank）在昆明、重庆和成都等地与中国大学教授有过密切交流。他看到西南联大的教授 

们“只能通过廉价出售收藏的书籍和衣服来维持生活，而这些微薄的生活来源很快就会消耗殆 

尽”，对于教授生活的困窘感到“极为震惊”。③生活破产引发了教授群体的不满。1942年1月，中 

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森因被人举报曾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重领5斗食米，被教育部依令解除系 

主任职务,并扣发3个月食粮代金。朱森因积郁旧疾复发，于该年7月英年早逝。朱森事件引发了 

教育界和舆论的普遍不满，而直接诱因则是当时繁琐的米贴发放政策造成的“误领”。而舆论的矛 

头则直指政府在救济公教人员上的无作为。《大公报》在7月16日发表社评《由朱森教授之死说 

起》，认为“一个主要大学的系主任，其所得薪津，不得以维持其夫妇子女的生活”，这真是时代的悲 

剧。④该年10月，中央大学为朱森举办的追悼会，几乎成为知识分子攻击政府的集会。傅斯年在 

会上倡言“教部对五斗米的处置”，是对读书人的侮辱。陈立夫送上的“情法终难两全”的挽联也险

① 《西北师范学院职员会上行政院教育部代电拟请准将教职员米贴均按六口计算）（1942年5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881。

② 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第7页。

③ 费正清著，阎亚婷译:《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25—227页。

④ 《由朱森教授之死说起》，重庆《大公报》，1942年7月16日，“社评”，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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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被当场撕掉。①

1942年10月，武汉大学教授杨端六、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等26人在国民参政会上联名提 

出了 “为教员生活艰苦请设法调剂以维国本案”，请政府将现有各种津贴一律取消，对服务于国 

立教育学术机关人员“依照战前生活标准1/10核发现行国币，薪俸不足100元者先补足100 
元，作为应得月薪标准”。这一提案的要点有三:其一，鉴于“目前各项津贴名目繁多，数目微 

薄”，请将各类津贴统一发放;其二，以教员现有薪俸为基准作为发放标准;其三,月薪随物价波 

动比例调整。该提案提出，以当前物价为战前的60倍计，若教授当前薪俸为400元，其月薪应 

调整为2400元。与之相应,若助教薪俸为110元，其月薪应调整为660元。②根据此前对各校教 

员薪俸状况的描述，据此方案，教授群体的月薪将有大幅提升，而助教群体薪津提升的空间则很 

有限。

杨端六等人的提案在大学教授中引发了热烈反响。与学界渊源颇深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俊升在部内讨论该案时便指出，“此案各方极注意，各校教授尤为响应者，故宜慎重办理”。③ 

1943年1月，浙江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呼吁按物价指数增加教授薪津，请将杨端六等人在国民参 

政会上之提案早日实施。④1943年5月，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袁敦礼等呈文教育部，“请大部对于教 

授待遇问题，筹谋根本的解决，放弃枝节的补助。以物价指数为标准,以生活安定为原则。将米贴、 

生活补助费、加成等办法取消，薪俸暂增至战前之八倍至十倍，此后随物价之变动而为比例之调 

整”。⑤1943年5月，西南联大教授会集会商讨生活维持问题，决议请“教育部以战前薪给1/10为 

基数，乘当地物价指数,发给最低限度之生活费。并推举周炳琳、吴有训、陈雪屏三人赴渝陈述生活 

艰苦之实在情形,请政府根据本会议决议办法,及早实施” o®这些倡议所体现的按薪俸基准统一 

发放薪津,并随物价波动比例浮动的方式，都是对杨端六等人提案的呼应。

教育部在讨论该案的可行性时指出，当前月薪为100元的教员照现行津贴办法，每月可得 

薪津800余元;但若采用提案标准，月薪将不升反降。于是提议将薪俸不足150元者先补足为 

150元,作为月薪标准。⑦教育部的做法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低薪教员薪津中补助比例较高的事 

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将维持战时教员的基本生计放在重要 

位置。在各大学教授的推动下，教育部于1943年3月27日和4月24日两次呈文行政院，请依 

照参政会建议办法赐准施行，但因涉及开支过于庞大未能邀准。5月3日，行政院将此案和考 

试院院长戴季陶提出的“改善公务员生活”案并案举行审查会议，认为该提案虽然“办法简单, 

用意至善，但实行不无困难之处”。其最大的困难即对于国库的巨大压力，“采用本案增给津贴 

办法，则每公务员每月收入平均增加在一千元以上，每年国库负担增加六十余万万元，自属无 

法支付”。⑧

虽然无法实现薪津统一发放，但在1942年前后，教员薪津政策的变动已体现出按薪俸基准和

① 吴景祯：《朱森先生追悼会记略》，《地质评论》第7卷第6期，1942年12月，第375页。

② 《为教员生活艰苦请设法调剂以维国本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216。

③ 《吴俊升对于杨端六等在国民参政会提案的意见）（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216。

④ 《浙大全体教授宣言呼吁按物价指数增加教授薪给》（1943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216。

⑤ 《袁敦礼等教授为呈请调整教授待遇以弥大学危机由》（1943年4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 

2557。

⑥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

⑦ 《教育部呈行政院文）（1943年3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216。

⑧ 《参议院杨端六等建议改善教员生活、考试院戴院长建议改善公务员生活两案审查纪录）（1943年5月3日），台北，"国 

史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00301/009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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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物价波动这两个要素进行调整的趋向。1942年11月出台的《国立学校教职员战时生活补助办 

法》，无论是生活补助费还是食粮代金,都开始体现教职员的年功和职级。生活补助费引入了薪俸 

加成的形式;食粮代金则按年龄高低来分别数额，规定30岁以上可以领食米一市石,这些显然都更 

有利于年长的教授群体。

四、学术奖助中的救济

教授被视为大学的灵魂，也是校园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群体。战争中期大学教授生活的贫 

困化，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The United China Relief）为改 

善中国教授生活，协助维持战时教育水准，于1942年8月在华设立教授补助金管理委员会 

（Committee on Aid to University Faculties），推举张伯苓为主席，章元善为总干事，筹款20万美金（约 

国币400万元）补助中国大学教授生活。①同样在1942年夏，蒋介石已经着手制定“各大学穷苦教 

授之贷款方法”，并于6月下旬手令教育部对“大学教授中生活家境最艰难者应设法救济”。②蒋在 

日记中也关注到朱森事件的影响,并提醒要注意“朱森教授之死案”。③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对于 

教授群体的补助，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与此前国家补助的普惠性质不同,1942年后，政府加大了对于大学教员，尤其是资深教授的补 

助。1942年8月，教育部奉蒋介石手令，特拨专款200万元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教员 

奖助金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以奖助具有价值之研究报告、专科论著、短篇论文之教员为主旨，以稿 

费的形式给予补助。乙种以资助家境特别苦难或生活上有特殊需要之教员为主旨。乙种奖助金又 

分为补助和借贷两种，其中补助类人数不得超过全校教授、副教授人数的1/8海月补助200T00 
元;借贷类则针对学校因疾病而医药费超过500元以上的教员，由教育部贷给全额或半额医药 

费。④乙种奖助金的“补助”类，每半年发放一次，此后成为战时大学教员的常规收入。乙种奖助金 

虽有不超过教授、副教授总数1/8的限定，但由于各校申请者过多，教育部在1/8外另增50%的 

“额外专额”，实际奖助达到总数的3/16左右。如浙江大学在1943年春有教授、副教授150余人, 

其中33人获得此项奖助。⑤同年，西南联大领取乙种奖助金的教授有39人,数额从400-600元不 

等。⑥中央大学1943年全校有教授、副教授255人，其中48名教授获得乙种奖助金。⑦从各校人 

选标准看,教员年龄高低和家属人口多寡是最重要的考量,获奖助者多为年长且家庭负担较重的资 

深教授。

教员奖助金施行后，“其奖助范围以家庭人口较多、负担较重之教员为主，久任教员获得奖 

助者尚属少数”。全面抗战时期，教员境遇的清苦使得教师队伍很不稳定，舆论早有“师荒”之 

说。1940年4月，教育部曾颁有《教员服务奖励规则》，规定专科以上学校教员连续在校服务20 
年、15年及10年以上者,分别授予一等、二等及三等服务奖状。规则颁行两年，授奖者共有828 
人。但有奖状而无奖金，对久任教员并无实惠。在教员奖助金施行后，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

① 《援华会筹拨巨款补助我教授生活》，重庆《大公报）,1942年11月5日，第3版。

② 《蒋介石手令）（1942年6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90063/00002/001 o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2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④ 《教育部设置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教育部公报》第14卷第21,22期合刊,1942年11月，第17页。

⑤ 《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563页。

⑥ 《国殳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4卷，第532页。

⑦ 《教育部代电》（1943年8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82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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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42年底转请行政院拨款180万元，发给“久任教员奖金”，以坚定其终身从事作育人才与学 

术研究之决心。①其中任教10年以上者奖励1500元,20年以上者奖3000元,每年发放一次。② 

在1943年初，中央大学有顾颉刚、梁希和张士一 3人领取20年以上久任教员奖励，另有宗白华等 

85人领取10年以上久任教员奖励。③该年度，教育部共奖励久任教员1300余人,发放奖励金220 
余万元。

1943年4月26日，在渝参加中央训练团的十余所大学校长就经费问题拟具签呈七项，向蒋介 

石呈请救济。其中第三项提出：“各校教员除一切待遇照公务员外,拟请另加教员学术研究补助 

费,（教授每人每月400-600元,副教授300T50元，讲师200-300元,助教100-150元）俾得安 

心任职。”④对此签呈，行政院请教育部切实核办具报。教育部在6月5日的电呈中提出，可由各校 

遵照该年3月行政院令《各机关分配预算编制办法》修正案经常费第四项有关员生福利之规定办 

理。该项办法规定:“各机关为提高在职人员服务精神,增进工作效率起见,应在核定用人费内总 

额范围内尽量设法少用人员，以其节省之用人经费充办理员工福利（以补助膳宿费用为主），及特 

别勤劳人员奖金之用。”⑤但由于各校经费原本即入不敷出，实际上节无可节。因此,教育部的建议 

无法执行，形同具文。

但各地物价持续飙涨，各校教员生活清苦，仰事俯畜至感困难。教育部于该年8月再提前议, 

并拟定《国立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支给学术研究补助费暂行办法》五条，呈请行政院核准施行。据 

此办法，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学术研究费教授月支500元,副教授380元，讲师250元，助教130 
元。预计全国月需款224. 2万元,全年共需2690. 4万元。⑥该项提案于9月28日经行政院第629 
次院会通过，并自该年4月起照数追加。学术研究费此后经过多次调整，成为战时和战后大学教员 

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45年1月，教员学术研究费标准又调整为教授月领2000元,副教授 

1500元，讲师1000元，助教500元。⑦

乙种奖助金、久任奖励金和学术研究费是战争后期对大学教员进行学术奖助的主要形式。虽 

多冠以奖助之名，但实际是出于救济教员，尤其是教授生活的目的。从1943年开始，教育部将“改 

善教授待遇”“安定教员生活”列入年度施政计划的重要内容。⑧教育部在工作计划中便称，乙种 

奖助金“完全属于救济性质” o各高校普遍将此类奖助视为对教员生活的救济，“政府通过发给学 

术研究费，一方面所以谋补救各教员生计，一方面亦所以鼓励各教员坚其志业”。⑨由于强调了服 

务年限的长短（久任奖励金）和教员职级的高低（学术研究费），因此无论是在政策的设定上，还是

① 《教育部呈行政院请拨款发给久任教员奖金＞ （1942年1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30000/ 

00018/0170

② 《教育部训令中央大学等校核发该校久任教员奖金令仰于春节以前转发》，《教育部公报》第15卷第1期，1943年1月，第 

18页。

③ 《中央大学呈复转发久任教员奖金情形》（1943年2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828 o

④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蒋梦麟及各大学校长等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救济各大学教员办法■七项》（1943年4月26 

0 ），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90063/00002/006o

⑤ 《各机关分配预算编制办法》（1943年3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90063/00002/0080

⑥ 《为拟定国立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支给学术研究补助费暂行办法呈请鉴核准予追加由》（1943年8月11日），台北，“国 

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90063/00002/008。

⑦ 《教育部电知教员学术研究补助费自34年度一月份起加倍发给由》（1945年2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 

学档案,648/4622。

⑧ 《教育部1943年度施政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269。

⑨ 《贵州大学等校电呈凡教员经审查合格及未送审者请一律发给研究补助费＞（1943年10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教育部档案,5/255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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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操作中，低级教员从各种奖助中的受惠较少。乙种奖助金更是明确在教授、副教授等高级教 

员中遴选。蒋介石在日记中，即把教员奖助金称为“教授补助费”。①

与薪俸、校内补助、生活补助费和食粮代金按月发放不同,学术奖助采取数月或一年一次性发 

放的形式，并成为战争后期大学教员常规收入的一部分。在发放之初,奖助所得成为教员一笔不小 

的薪津收入。以郑天挺为例，在1943年下半年,他三项奖助费用月入总额为1125元，是正薪收入 

（580元）的近两倍。在1943年9月，郑天挺全部薪津为5300余元，学术奖助收入占全部的薪津的 

五分之一强（见表3）。

表3 1943年9月郑天挺薪津构成情况表 单位:元

年月
薪俸 国家补助 校内津贴 学术奖助

小计
正薪 生活补助 米贴 研究补助 房贴 研究费 久任奖励金乙种奖助金

1943年9月 580 1470 1600 348 200 500 125 500 5323

数据来源：《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741、752页。久任奖励金和乙种奖助金都是按年度或半年度一次核发,为统计便利， 

此处将该项补助按月折算。由于申领补助手续繁杂，此处的米贴和生活补助不是当月领到的数额,而是次月补发的9月份金额。

考虑到昆明是当时全国物价指数最高的城市，西南联大教员领取的生活补助费和米贴都较其 

他地区为高。同样以1943年9月为例，当时遵义浙江大学教员的生活补助费为基本数240元加薪 

俸6成,重庆中央大学生活补助费为基本数400元加薪俸10成，而昆明西南联大生活补助费为基 

本数600元加薪俸15成。同样以月薪580元为例，在昆明、重庆、遵义的生活补助费分别为1470 
元、980元、588元。而月均1市石的食米代金同样因米价差异有很大不同。在1943年9月，昆明1 
石米代金为1600元,重庆为1080元，而遵义则在700余元。②在生活补助费和食粮代金两项上，地 

区之间的差距可达千元。但学术奖助额度各地是统一的。因此与郑天挺所在的西南联大相比，学 

术奖助在其他高校教员薪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会更大。

不过在战争后期，物价飙涨不止。据统计，昆明市生活费指数若以1937年上半年为100,到 

1942年下半年已增至12679,到了 1945年下半年，这一指数更飙升至603900,短短三年间增幅近 

50倍（见表4）。与物价涨幅相比，学术奖助的增长速度明显滞后。教员奖助金从1942年秋实施 

后奖助额度从未有过调整，抗战胜利后，因请领手续繁琐，且“缓不济急”而停止发给。久任奖励金 

颁行后奖助金额同样未有调整,战后“到35年度及36年度，因物价上涨,此数已无济于事,且以经 

费困难,无法增加乃暂停发”。③学术奖助中比重最大的学术研究费，从1943年4月开始补发，到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其资助额度仅增加4倍。④

五、后来者居上:薪与津的消长

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的薪津构成虽然繁杂，但总体上看，可以分为薪俸、校内津贴、国家补 

助和学术奖助四类。在经费来源上，薪俸和校内津贴来自学校经常费支出；国家补助和学术奖助 

则由教育部额外请款支领。在发放形式上，薪俸、校内津贴和生活补助费系随各月工资一同发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2月22日。

② 《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726页。

③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初版，第518页。

④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10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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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食米代金因多发实物常须单独支领，而学术奖助则采取一次性奖励的形式。1943年6月浙江 

大学召开教授会,沈尚贤、殷元章等人就“把薪水与米贴并为一谈”。校长竺可桢认为这实为“片 

面之见。因米贴乃国家所发,学校不过代办而已”。①恰恰反映出普通教员对薪俸和津贴并无严 

格区分。

由于政策变动的频繁和社会经济情势的变化，教员薪津中各部分的比重在战争期间有较大 

变动。1940年后,随着国家补助的介入和学校对教员的津贴，各类补助在薪津中的比重逐步增 

加。到1942年下半年,助教群体的薪俸仅占其薪津收入的1/6,教授群体的薪俸仍可占薪津的 

1/3o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后大学教员薪津中的生活补助费和食粮代金都采取了随物价调整 

的政策，使战争后期教员薪津数额快速攀升。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在1942年下半年约值为 

1343元，到1945年下半年激增到112750元，增幅超过了 80倍，甚至跑赢了同时期的物价指数 

（见表4）。

表4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1937—1945年）

时间 生活费指数 薪津约数（元） 薪津实值（元）

1937年上半年 100 350 350

1941年下半年 2357 770 32.6

1942年上半年 5325 860 16.5

1942年下半年 12679 1343 9.9

1943年上半年 19949 2180 10.6

1943年下半年 40499 3697 & 3

1944年上半年 82986 9417 10

1944年下半年 143364 17867 10.7

1945年上半年 430773 56650 10.9

1945年下半年 603900 112750 18.5

资料来源: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观察》第1卷第3期，1946年9月，第7页。根据杨西孟的解 

释，对于本表薪津约数的计算，系根据联大中等薪金和四口之家的津贴为标准，并不包括各类一次性发放的奖助。

在这种快速增长中，来自学校经常费的薪俸和校内补助增幅有限。而国家发放的生活补助费 

和食粮代金因与物价关联，成为战争后期维持大学教员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在1945年4月，中 

央大学教员生活补助费核定基本数为7000元，并按薪俸35倍加成。以薪俸500元为例，每月生活 

补助费便达24500元，是薪俸的近50倍。1945年3月，郑天挺月入薪津60000余元,其中生活补助 

费和食粮代金达到56700元，占全部收入的95%以上。随着各种津贴的水涨船高,薪俸和校内研 

究补助费在教员薪津构成中的比重大大降低。1945年7月，西南联大以“本大学所发给教职员同 

人之学术研究费及房租津贴两项为数不多,于此物价高涨之际，几已无补于事,校方限于经费,即未 

能予以调整,而计算报销手续烦杂，应自本年七月份起一律停发”。②

① 《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584页。

② 《国2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376页。

57



抗日战争研究 2019年第3期

表5 1943—1945年郑天挺薪津情况变动表 单位:元

年月 正薪 生活补助 米贴 研究补助 房贴 学术研究费 久任奖励金 乙种奖助金 小计

1943年3月 470 510 800 376 200 125 2481

1943年9月 580 1470 1600 348 200 500 125 500 5323

1944年3月 580 2740 4800 348 200 1000 125 500 10293

1944年9月 590 5340 9400 354 200 1000 125 500 17509

1945年3月 590 31600 25100 354 200 2000 125 500 60469

资料来源：《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676、686、741、812、935、1016页。久任奖励金、学术研究费和乙种奖助金均为按年

度或半年度发放，这里平摊至每个月计算，郑氏因担任总务长每月发放的车费未计入。

教员薪津的演变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学财政与战前的显著差异。首先，在大学经常费支出 

中,薪俸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占据了经常费支出的绝大部分。但到战争后期,这一结构被彻底改变。 

西南联大1939年度俸给费占全校经常费支出的74. 9%，到1943年，俸给费在全校支出的比重骤降 

到15.1%倒1945年这一比例更降低到5%。①战争后期，大学经费支出中,最突出的增长是办公 

费和特别费,均显示出因物价上涨造成的办公成本攀升,以及为应对各种急需,学校权宜性支出显 

著增加。其次，是各大学预算难以维持,不得不依靠不断地追加和补助勉强支用。在1943年中央 

大学核定经常费为663. 5万余元，但在该年6月，教育部为弥补中央大学历年亏欠，一次性追加经 

临费竟达1291. 6万余元，是该年核定经常费的近两倍。②从国家层面来看,1945年度全国高等教 

育经费原预算为406713700元，但此后经三次追加经费共883567220元，追加经费是原预算的两倍 

有奇。③追加经费几乎成为各校勉强为继的救命稻草。但即便如此，大学财政仍是年年亏欠，寅吃 

卯粮,使得预算难以成立。再次，即使不断追加经费，教员薪俸和校内补助仍然增幅有限。尤其到 

战争后期，教员薪津不再依赖于学校经常费，而主要源于国家的补助。在1944年度，中央大学经常 

费核定为12556259元，而该年中央大学的生活补助费及公粮则核定为24956076元,其金额几乎是 

经常费的两倍。④这使得维持员生生活的经费支出成为战争后期大学财政最为重要的部分。早在 

1942年，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致函陈立夫时便称:“弟以为年来政府维持教育，所费极巨,考其用 

途,大部分置之于维持员生最低生活之米贴与贷金,俾其勉图一饱。”⑤学校首先成为供给教职员及 

学生的食宿之所，也难怪当时的中大学生将学校称为“中央大旅馆”了。⑥战争后期的大学财政越 

来越缺乏自主性，对于政府经常性和临时性补助更为依赖，大学教员薪津构成的变化正是一个缩影。

薪俸和津贴的此消彼长，到战争后期已经颠覆了大学教员传统的薪酬制度。薪俸作为大学教 

员常规性的报酬所得，长期以来都有着制度性的保障。在大学与教员签署的契约文本中，对于薪额 

都有着明确的规定。津贴在战争中后期成为教员常规性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津贴更易受到政治经 

济形势和政策波动的影响。计领、核发手续繁杂,发放政策和标准也常数月一变,政策的稳定性无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6卷，第64、75页。1939年和1943年数据均系该年度决算。

② 《教育部训令（令饬迅编各项分配预算表类呈核由））（1943年8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 

4535 o

③ 《1945年度教育部主管追加经费分配预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5（2）/340（3） o

④ 《教育部训令（令知本年度经费预算数额及应行注意事项仰遵照编送分配预算由））（1944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536o

⑤ 《顾孟余致陈玄夫函》（1941年11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648/4540。

⑥ 王觉非：《遊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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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传统的薪俸相比。战争末期,生活补助费和食粮代金在大学教员薪津结构中占据了压倒性的 

比重,这也意味着教员薪津对于政府补助的依赖已积重难返。在1941年初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助 

教罢教事件中，助教是向学校商讨增加薪俸和补贴,但在战争末期，大学教授更多的是向教育部和 

行政院呈请增加薪津，救济生活。这使得政府而不是学校，不得不直面来自教职员的压力。随着战 

后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这种严重依靠临时津贴维持的薪津制度将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

结语

在战时的通货膨胀螺旋中，依靠薪金为生的公教人员是生活水准下降最为迅速的群体。比起 

战前的优渥生活，战时大学教员薪津的缩水是显著的。即使在薪津收入跑赢物价指数的情况下，全 

面抗战后期大学教员的生活也仅维持在糊口的低水准，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1941年11月，昆明 

市人均生活费消费值为36& 41元，当时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约数为770元，月入可供2人支用。 

到1942年11月，昆明5 口家庭的最低生活费为7414元，当时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约数为1343 
元，所入尚不够1人支用。到1945年12月，昆明人均生活费消费值增至7130& 45元，而大学教授 

薪津约数为112750元,仅可供1人开支有余。①因此，在知识群体对于战时生活的记录中,充斥着 

朝不保夕、典卖一空的生动描述。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全面抗战时期政府对于大学教员的救济和补 

助。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本身就生动反映了各方对于教员生活的救助。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的 

王力将战时物价和薪津的变化比作“龟兔赛跑”②，薪津无疑是那只动作迟缓却始终没有停歇的乌 

龟。战时新增的各类津贴，不仅成为战争中后期大学教员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也成为维系政府与 

大学教员之间关系的一层保障。这也正是郑天挺等人为何一边悲叹生活的每况愈下，一边又感慨 

国家养士之优厚了。郑氏的这种矛盾态度，在当时大学教授中很有代表性。

行文至此，不禁要问,经济因素在影响知识群体对于政府的政治态度方面到底起到怎样的作 

用？论者常从个人生活困窘来论述战争后期知识群体政治态度的转变。闻一多在1946年初就曾 

说:“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终不 

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动。”③但闻一多的转变在战时大学教 

员群体中并不具有代表性。如表4所示，从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下半年,是战时教授薪津实值 

最低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学教授虽因个人生活压迫对政府多有不满,但总体上仍持温和的 

态度,并希望通过政府的救助共渡难关。1942年11月，饱受生计困扰的中央大学全体教授在《大 

公报》上发表了《致全国大学教授书》。在这份宣言中，他们站在“国家教育立场”上,认为“为尊重 

我国国家及政府之地位计”，拒绝了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会对于中国大学教授的生活救济。他们 

希望“另请我国政府，别筹维持同仁生活之方策”。④当时援华会已允月拨12000美元，用于昆明各 

大学教授之生活补助。但因中央大学教授宣言，西南联大在该年11月26日召开的教授会上，因不 

便领受而决议“不作表示”。⑤在“灾情”更重的西南联大，教授们鉴于“同人等随身衣物变卖一空, 

现状已近崩溃，前途更难设想”，于1943年5月19日专门召集教授会研究生活问题。部分教授提 

出绝食、募捐、辞职等激进主张,但因多数教授“皆不赞成有所行动”而没有通过，最终只推举教授

①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340页。

②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③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④ 《中央大学教授同人致全国大学教授书》，重庆《大公报》，1942年11月10日，第3版。

⑤ 《国2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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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赴重庆晋谒请愿救济。①甚至闻一多本人，在1943年5月还曾有意加入国民党。②也可见当 

时教授群体对于政府的态度。

造成这一态度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有着和政府“共克时艰” 

的决心，在“大义”之下，不便因个人生计压迫而有所行动，另一方面,也和政府战时对大学教员的 

救助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1942年后，政府对于大学教授的救济呼吁给予回应，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他们的薪津实值。因此，我们在全面抗战后期常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生 

活困苦，对政府的战时经济社会政策普遍不满;但另一方面，大学教员在共克时艰的大义下,忍受着 

很低的生活水准，维持着高等教育的有序运转。1944年傅斯年在信中写道:“吾今日所入,月当战 

前之二十元，然从无怨言，以国家在抗战中也。”他又说:“若与人比，则试看前线士兵之生活如何, 

若与后方贪官奸商比，则此辈中人，岂可与之比哉？此时所入,亦可勉强吃饱，一饱之外，即多几千 

元，值得何事?”对于个人经济上的困难，只能“姑且忍之”，“此时必须'苦撑’”。③“苦撑”二字，是 

一种隐忍的不满，很能代表全面抗战后期知识群体的矛盾心境。“苦撑”的前提，是共赴国难的时 

代主题和国家对于个人生活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随着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忙于内战 

的政府无暇顾及国家文教的发展，“苦撑”已无意义，知识群体早已萌生的不满迅速扩展。

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薪酬待遇,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很大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近年来,社会上 

出现了“神话”民国教育的现象，其中论及民国大学教授的收入,也过于美化。甚至认为民国“大学 

教师的月薪是普通人的近百倍”;大学教授工资之高“颠覆现代人的想象”，“当时的国民政府哪怕 

财政紧张也不会亏欠这些老师的薪水,即便是到了抗日战争也是如此” o揆诸事实,这些论述是不 

符合历史实际的。全面抗战前,大学教授月薪可达到300至500元，生活优渥。但低级教员的月薪 

仅在40至160元之间，不同教员群体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战争的爆发，大学教员的薪酬待 

遇每况愈下，在1942年前后，大学教授的薪津实值仅相当于战前的10至20元。政府虽然采取了 

各种救助政策，但在全面抗战中后期和战后，大学教员生活已陷入绝对的贫困，仅能维持糊口的水 

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民国时期大学教师薪酬有高的时候，也有低的时候;有全额发放的时候，也 

有折扣甚至欠发的时候。而且在大学内部,高级教员和低级教员的境遇也有较大差别，甚至在教授 

群体内部也有不同。因此，离开具体的历史阶段来谈论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待遇，或者以非典型的 

个例来代表全体,这都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也无助于把握大学教员真实的收入状况和生存境遇。

〔作者牛力，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来特）

①

②

③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第691页。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王汎森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5、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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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Use of Mass Organizations? ------ A Debate in 1944 ..................... Huang Daoxuan(4)
The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had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lying on the mas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mass line became one of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of the 
CCP5s revolution. Mass organizations were indispensable drive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Mass organization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helped the CCP to open up 
the situation rapidly and form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War,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works of all base areas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In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CP's control to the society. At this time,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CP over whethe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need to be preserved highlighted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ubde differences for the weight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in the minds of different 
leaders.

The Logic of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  Zhou Zwwn(15)

Reading and Acceptance to On the Protracted War in the CCP's Resistance Base Areas 
...............................................................................................................................................Jin Bowen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s5 Salari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Niu Zi(44)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At the 

beginning,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faculties were reduced, and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with single sour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fe of teachers ? the government issued subsidy policies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1940, among which the living 
subsidies and food vouchers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s. The war subsidies narrowed the sa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of teachers, but the salaries of professor group had no satisfactory increase. This resulted in discontents 
among professors and gave rise to a reward policy mainly for senior teachers. During the War, various allowances gradually 
exceeded the salary incomes, composed the main body of teachers，salaries, and became the basic guarantee to maintain the 
lif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 We should not over valu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odem China, but rather presenting the real living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Song Hong(61)
The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provided concrete exampl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CP*s  management of the army. Daily hygiene problems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he clean environment they lived in, but also to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fighting with the Japanese army.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the CCP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rained soldiers to form the daily health habi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and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soldiers*  daily health, the CCP took a variety of measures of mobilization and education, which to the greatest 
extent reduced the resist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ldiers' daily health measures ha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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